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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社会学的历史研究向历史学学到很多，但二者的思维方式具有可见的差

异。这一点可以从二者对待史实的动机得到观察：将史料呈现视为结论还是探

求观点的证据；提出问题指向真相解读还是理论解释；分析焦点主要置于特殊性

问题还是一般性问题；是否区分因果关系的层次，比如特殊因果与一般因果，以

求寻找更为基础、长程及系统的因果关系。由于社会学研究者通常以研究问题

决定方法，因而上述不同主要来自这两个学科训练的目标差异，较少来自方法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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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讨论五个问题：第一，社会学为何看重历史材料？第二，社会

学与历史学的提问方式有何差异？第三，证据和观点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第四，理论逻辑如何区别于并超越历史偶然性？第五，社会学在处理历史材

料时，如何区别特殊因果与一般因果，特别是如何生成一般因果？需要说明

的是，本文试图总结的一些分析特征，只是基于笔者较熟悉的政治社会学，

*  本文根据作者 2023 年 4 月 27 日浙江大学《历史与社会》期刊研讨会上的报告要点扩展写作 
而成。

**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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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范围较窄，也许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学。

一、社会学为何看重历史材料？

社会学的学科“人设”，是关注当代问题，强调方法和一手资料，属于经

验科学。这些基本印象带来了对社会学的批评：问题细碎、沉浸深描、高数

据低意义。但社会学的历史研究显然并非如此—它特别关注历史信息所

显示的长程、基础及系统影响导致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具有宏观现实意义的

质性变化。这个领域集聚了不少出色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李约瑟、摩

尔、托克维尔、艾森斯塔德、埃利亚斯、斯考波尔、蒂利、拉赫曼、古德斯通、

格瑞夫、魏昂德等。他们利用数据，更引人注目的共同特点是采用定性分

析，试图提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从历史出发，但关心的是求

解从历史到现今的连续性影响。这里的“连续性”是指，尽管这些因素出现

于过去，但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可以看到它们给现今带来的重要改变。

为何社会学使用难以定量的历史材料？其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材料沉淀了一段时间，稳定、方便比较，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

短期的时局变动、群体利害及意识形态影响。远距离观察客观现象，有助于

由结果追索的向始思考，从现今回溯长程变迁的起因和机制。社会学对于长

程社会变迁有特别的兴趣，这不是指日常微观的小变化小演进，而是撼动社

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学称之为“质变”，从而解决社会学常出现的“可量化但

无意义”的问题。在这里，材料只是了解历史的第一步，但如果仅仅堆积材

料，就永远不可能理解历史。因而，在社会学的历史分析中，思维方式与材

料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其次，虽然是讨论长程变迁，但社会学的时间观念，与其说是经验论式

的（以自然的顺序变化为标准），不如说更是一种性质论式的（以界定的质

差变化为标准）。在我看来，这是定性分析最主要的特点—运用分析的眼

光，去发现事物性质的差异性变化。因此，性质类别划分所基于的标准，它



当社会学面对历史    5

们来源于分析性的理论判断，对社会学变得非常重要。比如传统与现代、帝

国与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变迁，都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

时间顺序，而是一种性质差别意义上的时间顺序。

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分析证据，历史材料提供的不仅仅是时间延续信

息，对于社会学而言，它们还包含着可以被研究者认识、能够通过分析过程

加以甄别界定的“性质”变迁信息。不同于经验论的时间观，性质论的时间

观并非只是将历史看成自然的历史，它还是人为的意志和活动的行为历史，

和人类的文明追求及认知选择有关。正是因为这一点，性质论的时间并非只

有一个方向，比如威权体制不一定走向民主体制，现代可能回到传统，民族

国家可能回归帝国形态。换句话说，历史不一定按照已了解判定的方向自然

行走，所以需要不断地再认识。

这种时间观使社会学面对复杂的研究问题，需要结合纵向（进展）和横

向（比较）两种不同的方式展开。比如文化差异可以横向比较，但文明则需

要用纵向演进的统一标准衡量，不然文明就缺乏共性特征。因而，对于社会

学而言，通过历史材料希望可以看同—明确贯通现今的长期影响因素是什

么；也可以看异—弄清哪些因素已经发生了质变，是什么性质的质变，由

什么动力推动。经社会学比较得出的差异特征，目标往往不仅仅是彰显不同

标准的差异—比如文化差异性，更重要的在于统一标准的差异—比如文

明的差异性。

这个绕口令式的论句容易使人产生困惑，但我认为区分它们是必要而

关键的，尤其是当我们和史学研究进行比较的时候。面对资料，历史学最常

见的问题一般是发生了什么，它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社会学需要依赖历

史研究的成果。但这些“真”的差异可能只是文化意义的，似乎不存在统一

的评判标准。而社会学希望从这些真差异中，分析另一种可共用标准衡量的

异。比如历史学发现，传统各有不同样式，但社会学试图衡量不同传统对于

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及带来的结果。衡量这种作用和结果必须具有趋近和

通用的标准。在分歧的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政治现实下，这些标准如何产

生，如何得到广泛认可往往变成难题，但社会学从未放弃，一直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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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提问差别

很多人认为，分科史学（比如政治史学与政治社会学）的共同点是，都

对历史中的政治现象有兴趣。可以这样界定，但这种界定并不重要。原因是

这种说法暗含对社会现象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界分，似乎政治现象与经济

或文化现象可以分别进行独立分析。事实上我们无法拆开它们，因为很多重

要的政治变革是经济发展，甚至经由经济决策开启的，比如税收和法律制度

变动、政治权利变动的关系；还有不少经济变化如果不从政治或社会行为的

角度来观看，就很难得到解释。所以在社会学看来，注重对象的学科区分意

义不大。

尽管受过良好社会科学训练的历史学研究，和受过良好历史学训练的

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很相像，但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

注焦点存在差异。社会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是针对解释性知识的，这表现在提

出问题的方向上：从经验事实与理论逻辑的矛盾及不契合出发。社会学虽然

也重视描述现象，但倾向于认为，对解释性问题的回答，在知识上价值更高。

这并非是轻视对基础材料的爬梳，而是希望基于信息了解，提出进一步的认

识目标，力求避免埃利亚斯所批评的：仅仅针对“一次性事件”所以将某些

特定的个人活动和特征，处于问题关切的中心，而非对其为何具有这样的角

色地位展开系统研究。这导致人们称为历史的东西看起来往往是某些个体

单一行动的累积。a

因此，面对历史材料，社会学和历史学看似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事件、历

程、人物、观念、行为……但其提问的重心有可观察的区别：历史学首先是寻

求可信的史实真相，而社会学总是试图发现影响要素和机制。这当然需要

依赖对真实材料的掌握，但二者呈现不一样的问题指向：历史学挖掘历史事

实，寻找有序列联系的史实，指向事实性问题：发生了什么，它是不是真的？

a　诺贝特·埃利亚斯：《宫廷社会》，林荣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年版，“引论：社会学与历

史学”，第 5 —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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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思想史研究聚焦谁说了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但相对而言，社会学更

希望揭示关键的影响关系，指向解释性问题：为什么会如此？例如同样针对

思想史，社会学会好奇，为何这个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何它会成为主流

并支配了社会走向（引发变革）？

如果说历史学完全不关切解释性问题，这是不公正的。很多出色的历

史研究提出的问题完全是解释性的。比如，为什么古代中国持续了大一统局

面，而罗马帝国以及上古和中世纪其他帝国都瓦解了呢？中世纪的革命使得

中国经济在 1100 年之后执世界之牛耳，这场中世纪革命的原因究竟何在？

中国科技在历史上曾经位处世界领先，可为什么在 1350 年之后，中国的技

术进步未能保持以往的速度？ a但历史学的回答重在具体情境。由于具体

情景多样且多变，可以解释一时一地一事件，却不一定是长程变化的动因。

解释这种动因，就需要回答，为何这类情况一直延续，直至今日？为何同类

事件反复发生？是何种逻辑使之“不得不”如此运转？所以，社会学的提问

目标不是具体而是抽象的：它更注意超越于个别现象的结构性关系形成，及

其导致的长期影响。

社会学分析一般认为，只注意在给定条件下发生了什么是不够的，必须

要把系统性的原因识别出来，使之与非系统性的偶然原因相区别。比如对这

个问题—为何各国财富呈现巨大差异—的社会学回答：各国财富的巨

大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策的质量不同，所以产生的激励结

构不同。尽管有很多具体的因素存在—比如土地富饶、资本丰厚、人力充

足、技术进步—都可以增进财富增长，但它们都无法脱离制度背景和政策

目标单一发挥作用。因为错误的制度及政策，会对这些因素发挥作用造成

妨碍：使资源无法被合理利用；使浪费性掠夺（而非价值生产）出现；使所有

人无法展开有效合作；使收益无法被大范围获得；使社会效率受阻。换句话

说，只要系统性的障碍存在，具体单一要素的作用就会无法显现。b

a　伊懋可：《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解释》，王湘云、李伯重、张天虹、陈怡行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b　Olsen, M. L.,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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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主要是针对经验现象的，这一点和社会学有相似之处。但社会学

实际上是在经验和理论两个“世界”中工作，暂且叫作生活世界和分析世界。

这并非两个对立的世界，但它们很不相同。社会学试图联系二者，在生活世

界（经验、具体、复杂、丰富）和分析世界（理论、抽象简洁、高度选择的）之

间构建桥梁。其做法是问题意识由理论（分析世界）而非事件引导，但证据

来自经验（生活世界）而非推论。这就和过程描述、编年史等历史叙事的写

作不同，因为社会学必须运用观念秩序（分析框架），对资料本身的自然秩序

进行再组织化，以挖掘基础性和系统性的社会因素：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历史的叙述，服务于他对法国社会关键

性局限条件的发掘：绝对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观念的抽象性和

政治经验的普遍匮乏。他使用史实，是为了揭示这些关键变量在塑造革

命进程中的作用，而不是为了书写史实本身。因而，他摒弃了编年的秩

序，让叙事服从于观念的秩序。a

社会学相信基础性系统性原因的作用，认为系统性原因属于非个人的社

会原因，其效用自然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个人影响，但个人一般只能借势发

挥作用，因而系统性原因区别于具体个人的表现、动机和选择。换句话说，

系统性原因能够影响个人以什么方式起作用，而个人常常与社会环境相吻合

方能发挥影响，但个人的选择很难全面改变系统性原因的作用。  

三、证据和观点的关系

在实证科学里，证据和观点不是一个东西，这一点影响到社会学研究：

a　马嘉鸿：《夫子自道：傅勒眼中的托克维尔—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究竟说了什么？》，https://
mp.weixin.qq.com/s/EHLV7J7AdehleFY03wDK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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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材料的作用是证据，不是结论本身，因为展示历史材料本身不是结论，

呈现故事真相也不是研究目的。结论（观点）必须通过历史材料（证据）得

到证明，导致社会学不得不对证据进行选择。这一点被历史学者诟病最多。

批评者说，在获得史实之前不应有目的，因为目的会隐蔽或篡改不希望的真

相，这不错，但了解了事实之后呢？社会学不是仅把了解事实（掌握证据只

是初步目标），而是还把揭示观点—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作为最终的

研究目标。

如果是这样，判断材料的重要性并加以取舍，比如忽略有些事实就成为

必要。在社会学者看来，需要区分无关紧要的日常活动与改变社会结构（社

会关系）、观念力量（思想和信仰）、经济及政治关系（势力分布）的时刻。

因为并非所有的活动都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大部分的人类活动，结果不过

是在延续或重复社会和文化结构，并未带来显著和有意义的变化。a因而，

证据往往具有时空限制的特殊性，但在研究论点方面，社会学则追求尽可能

具有相对更高的一般性。所以特殊论据是否可以得出一般性论点这个针对

经验科学的哲学辩论始终存在，而社会学不能等待，它在探索可能性。比

如，在某个断代出现的证据，能否作为具有超时代长程影响的证据？社会学

认为，历史证据本身没有回答这一点，但研究者可以根据史料及其影响后果

的事实作出判断。

这种判断依赖研究者对意义的理解，以及具有此种意义的史料，在长程

历史中是否可观测的整体掌握。意义—何者为重要，通常是由研究者持有

的理论界定的，研究者需要把它和史料证据结合起来做出系统判断。社会学

虽然依赖对材料的解读，但解读需要意义的加持方能获得系统理解。比如

《怀柔远人》研究中，对马戛尔尼使团觐见皇帝时被要求按照中国礼仪下跪

的事实的讨论，不能仅仅基于现象本身，还必须基于对礼仪代表的意义的理

解，方能产生明确观点：它是表达对等级的服从，还是如同西方习惯的握手、

拥抱、贴脸一般，只是必经的外交礼仪？

a　理查德·拉赫曼：《历史社会学概论》，赵莉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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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关于背景的学科”，a秉持这一精神，历史学似乎并不鼓励把

史料贯穿而用、互相映照、对问题给予超越情景的提升。而社会学无论说明

变化还是不变，都寻求发现一般性结论，而不是具体的特殊性，这种目标需

要让问题超越具体情景，从特殊的证据中尽可能挖掘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

比如研究一个具体时空下的组织派系产生，社会学的目标在于认识影响政治

派系形成的一般原因—是否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比如阶级所属，决

定人们的政治选择倾向？还是由于其他的组织因素？b对史学来说，不同世

纪的现象对比不一定有关系，因为情景根本不同，但对社会学而言，它们可

能有关，这种关联是理论逻辑上的—同是在解释并证明影响政治派系生成

的要素。还比如，对比印度教与锡克教冲突的历史资料，社会学研究聚焦于

宗教冲突的一般原因—宗教和政治的关系c。而对史学来说，这似乎走得

太远，因为冲突由复杂的特殊条件引起，有很多宗教和政治能和谐相处，所

以不存在一般性的关系。但对社会学而言，它们也可能有关，因为需要解释

这个一般性问题：为何部分宗教会高度政治化？显然，社会学提问试图超越

于具体材料（证据）本身，发现更具一般意义的结论，这种问题意识的特点，

我称之为从特殊中发现普遍。d

四、理论逻辑和历史偶然性

这个问题是历史学和社会学，乃至广义的社会科学结合的困难所在，也

是社会学的历史研究在史学领域被接受的困难所在。有很多学者争辩，历史

a　Ermakoff, I., Ruling Oneself Out: A Theory of Collective Abdication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b　Walder, A.,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Origins of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6, 112(3): 710-750.

c　Das, V. & Singh, B., Critical Events: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d　张静：《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学术月刊》2022 第 3 期，第 142 —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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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社会学的差别在于方法—如何尊重事实、如何看待客观事物、如何把

材料变量化，等等。我认为这不是重要的差别，因为方法作为研究手段，往

往依据问题和材料的性质而变。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主要差别，在于研究希望

到达的目标，而不是方法。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这决定了社会学的目

标—关心结论作为知识的一般性水平。它总是询问：其中有没有理论逻辑

存在？除了该历史材料，它还能解释什么现象？是否脱离局部经验后，结论

仍能具有解释力？能否将具体发现一般化？或者这个具体问题是否具有可

一般化的价值？ 

这样一种关切，与经验导向的理论观（experience oriented theory）有

关。这一理论观认为，理论是概念的关联（webs of concepts），用以指导并

理解经验观察。评价理论的标准，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以及它与经验现

象如何联系。理论表征社会现象的方式是，强调某些特征，并将它们在一个

逻辑系统中联系起来。在这个逻辑系统中，如果理论命题满足两个条件则被

认为是真：第一，它们与已有的理论命题相一致；第二，它精确描绘了理论与

现象之间在经验上可观察的关系。a

理论是一种逻辑关系，它来自经验的证明，但本身可以超越具体经验独

立存在，否则就称不上是理论（原理）。社会学瞄定和识别社会现实中那些

具有原理性质的东西，是探索一种理论逻辑。但历史学会认为，由于历史往

往是具体场景中的互动发生的，不会遵循任何一般的法则，具有偶然性，所

谓一般法则是外在的人为强加物。这种信念的鸿沟几乎是难以弥合的。比

如，社会学运用阶级理论看待两个阵营的冲突性质，在史学看来这不仅不完

全是事实，而且有时错得离谱，因为很多群体冲突并非具有阶级差别的性

质。史学不喜欢任何模式化总结，认为模式化试图一般化人类的行为，往往

脱离了真实史实。比如，特劳戈特指出，1848 年的巴黎由于工业不发达而没

有发展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对立双方的阶级基础几乎是一样的，并没

有发展出一条清晰的阶级界限。而真正将两个集团区分开来的是巴黎工人

a　Fuhse, J. A., “How Can Theories Represent Social Phenomena?”, Sociological Theory, 2022, 
40(2): 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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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和组织经验。工作经历、经济脆弱性和婚姻状况的不同与年龄相关，

忠诚度和团结度的不同则与组织经验相关。这两者决定了两个集团对立的

政治倾向。因而，这场革命的性质不应定性为阶级斗争，它不是由阶级冲突

所引发的。a

有趣的是，这种尖锐的批评不仅发表在社会学期刊上，而且这一研究的

目的，也是试图揭示新的解释。因而它不是用经验否定理论，而是用理论否定

理论时，如通过展示史实证据提出作者认为更正确的理论。同样地，当社会学

者用“集体对位”理论，去分析两个具体的历史案例时，如 1933 年德国帝国议

会投票以及 1940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投票产生的意外后果，研究者也不

是在期待一个“特例”理论，而是认为，集体对位理论“适用于一系列广泛的

集体情景和行动结果”，“这些境遇与制度背景和群体背景无关。因此，集体

对齐的过程并不限于官方团体，也不限于议会环境。所以这套理论不限时间

和空间，它是独立存在的”。b 注意到这里的差别很重要：研究者发现，实际上

是一种（必然的）逻辑运行产生了（偶然）后果，而非偶然性颠覆了必然性。

社会学希望了解，是否存在一种逻辑必然性推动了偶然现象的出现。

怎样判断一种现象不是特殊的历史偶然？社会学采用的方法，是看整

体上具有机制性质的关联动力是否出现，能够在这个逻辑系统中导致合理的

结果。对历史材料进行分析，社会学关注的不仅是事实记录—故事、事件

成败本身，而且是行为的动力、相互构造的关系，并描述它们的“结构生成”

（社会学的语言叫作机制）及变化，尤其是整体、长程的机会结构概率。因

此，尽管结果偶然，但形成此结果的机制可能并不偶然。比如上述关于 1940

年法兰西议会集体让权的投票结果研究，作者讨论了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议

员的“推断性对齐”行为，如何导致了与其会前立场不吻合的意外结果。c

a　Traugott, M.,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 Class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Parisian 
Insurrection of June 1848.”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0, 86(1): 32-49.

b　Ermakoff, I., Ruling Oneself Out: A Theory of Collective Abdication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转 引 自 陈 荣 钢：《 伊 万· 尔 马 柯 夫：〈 自 己 出 局：集 体 让 权 理 论 〉

（2008）》, 2022 年 12 月 8 日，https://mp.weixin.qq.com/s/48MEq1R4dB0YaOV9b0KvYw。

c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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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方法是看整体而不是个体：比如考察干部晋升，不是几个成功者或失

败者的个体结果，而是看在不同历史时期，来自哪些部门的晋升者更多更

快，具有明显的优势，由此揭示具体的经历、历练岗位的性质、忠诚考核、信

任积累与提拔重用之间的关系。a还比如，通过团体结构和内聚程度，观察

带头人更替和组织寿命之间的关系；b从联姻网结构的分布，看氏族与中央

的关系及其政治立场差异；c等等。尽管存在偶然性，但很难用个案推翻这

类的研究揭示的系统性逻辑。

显然，社会学对系统性的评价更高，更重视多次展现的逻辑关系而不是

一次性结果。但基于历史学是“背景的学科”这一精神原则，历史学担心挂

一漏万，所以看重偶然性或独特性发挥的作用。而社会学视角即使关注偶然

性，也希望观察“结构中的文化偶然性”，d比如为何某些商人会成为奴隶贩

子？这当然是少数现象，不是商人主流，但作者利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

据库，发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网络和商人地位对进入奴隶贸易的影响显

著增强。即使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社会网络和商人地位等社会结构要素的

影响效果不一，但这一发现显然也区别于纯偶然性。还比如研究权威如何对

国家的宏观发展产生影响，这本来是因权威而异、存在高度偶然性的。但是社

会科学学者利用近代史上太平天国运动，阐明了曾国藩如何利用他的个人网

络组织军队镇压叛乱。他们发现，曾国藩利用私人网络招兵，进行战争动员，

而战后的政治权力分布，明显向与其私人网络有关的地区（家乡）转移。这说

明，善于运用个人关系网络的个人，增加了影响宏观层面结果的机会。e

这些研究所提供的认识，远远超过了论述个人接近权力的偶然成败，所

a　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社会》2016 年

第 1 期，第 1 — 33 页。

b　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 年王伦起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c　Wang, Y. H.,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d　Ingram, P. & Silverman, B. S., “The Cultural Contingency of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Entry to 
the Slave Trade in and around the Abolition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122(3): 755-797.

e　Bai, Y., Jia, R., & Yang, J., “Web of Power: How Elite Networks Shaped War and Politics in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2, 138(2): 106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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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解释的现象范围就扩大了许多，凸显了理论逻辑和历史偶然性的差别。

五、特殊因果与一般因果

为了看到在偶然结果背后起作用的长程、系统化的现象，社会学在处

理历史材料时，会关心因果关系的可解释程度，小心区别特殊因果和一般因

果，从而尽可能把重心放在后者。这意味着假定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有层次不

同，研究者可以选择自己关注的重点。针对“一般因果”的生成关系，社会

学研究中常见四种重点指向，它们存在各自的优势和局限。

一是类型分析（morphological），研究目标在发现一般类型是什么，它

如何影响行为。比如，格里夫讨论由文化决定的社会组织类型，构建了一个

历史比较的分析框架，通过对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两种文化类型的分类，说

明了它们在贸易行为及宏观社会方面显现的不同后果：

集体主义文化类型

导致了分隔信息的水平式经济活动和稳定的财富分配模式。内生

的社会分隔把经济和社会活动限制于一个小团体，推动了团体内部的密

切交流、实施经济或社会的集体惩罚。（因此）集体主义社会组织建立在

小团体的制裁能力之上，通过口头上的制裁来对抗不正常的偏离行为。

个体主义文化类型

导致了低水平的交流、垂直的社会结构、经济和社会上的整合，以

及财富向大众（相对较穷的人）转移，这削弱了个体对任何特定集团的

依赖性，从而限制了每个集团使用口头制裁来对付个体成员的能力。

（因此）个体主义的社会依赖公共组织，它必须建立在法律、政治和经济

的公共执行、协调、和制裁能力之上。a

a　Greif, A.,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2(5): 91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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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揭示，小团体制裁和公共制裁，与社会的文化类型需要依赖的

运行逻辑有关。这种分析的目的，不是看个人行为样式，而是看多数行为模

式导致的宏观后果。毫无疑问，它会忽略不少例外现象，把中心点放在相似

性或者主流特征上，这有利于普遍的行为预测，所以更重要。而历史学并不

期待预测什么，它不假定一个认识可以增加对相关行为的宏观了解，因为人

心多变，有偶然性。所以，如果用史学的视角看，一般类型分析颇具问题：不

见人，只见事，比如集权与分权、差序格局；用观念秩序剪裁历史秩序，用抽

象肢解自然，比如传统与现代；用系统间关系或称外部的影响，解答历史自

身变迁，比如冲击与回应；用静解释动，如果类型可以起作用，意味着静止地

看行为。这些批评都表明，史学希望把活生生的人放置于研究中心，而描述

人就无法离开个体的故事和行为。

二是要素分析（variable-centered），研究目标在探索影响要素是什么，

它导致了什么结果发生。关注要素必须将情境特征化（characterization），

用概念（概括）表达特征，即，把各种历史现象（材料）进行特征化重构。由

于概念往往来自理论，因此它特别依赖观念预设，或者说取决于理论对经验

意涵（empirical implication）形成的分析框架。这样，运用认识“重新构建”

事实在社会学就自然平常，分析框架就不同，所看到的事实当然有异。这通

常使研究者有更大的思想伸展自由度，因而新分析框架频繁在社会学发生。

它们不一定都有价值，需要思想市场的运转加以鉴别，但是对于认识历史现

象，分析框架至关重要。

由于认识活动是一种分析，而非简单反射外界，故分析框架提升了现象

的可分析度，它是由概念关系组成的简化描述／推论图。其中的概念代表现

象之间的关系，是对现象的抽象表达，分析框架组织了材料的叙述方向，是

研究的简洁逻辑线。社会学分析无法离开框架，因为需要用它概括事实—

那些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分类事实—把它们区分开来，说明特征；明确

事实间的影响关系—筛选并表现重要的关联；形成推论—揭示事实（论

据）间的因果逻辑联系，形成论点（结论）。因此，在社会学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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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实是在特定的分析框架下发现的。没有分析框架，人们难

以运用抽象的类别定义，形成不同于自然人的分析性人—比如角色；

或者不同于自然行为的分析性行为—比如法律责任；或者形成不同于

自然时间的分析性时间—比如传统与现代；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空间

的分析性空间—比如国家与社会；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经济的分析性

形态—比如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政体的分析

性政体类别—比如帝国与民族国家；或者形成不同于社会自然关系的

分析结构—比如阶级关系。a

这种分析引发的问题是容易过度解释，把历史学者认为的正常事实，看

成例外要素，因为它们不符合公认的分析框架。例如：

德川时代的日本将商业化和持续存在的封建制度结合起来……

（这）表明，以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明确信号的条件—比如劳动

力和土地的灵活产权、广泛的市场以及工业和商业财富的积累—实际

上在许多没有经历早期资本主义过渡的情况也能发现。（所以需要）修

改我们对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增长机制的理解。b

如果分析框架的作用，是衡量事实的“标准”，那么合乎逻辑的是，有多

少分析框架，实际上就会有多少标准。这些标准作为一种独立于事实的预

设，可能在认识事实的时刻，对它们进行标准化裁量。所以，当我们试图认

识社会时，辨别究竟是社会本身转型还是分析框架转向，变得更困难了。学

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分析框架，就无法发现一些特定事

实。比如，只有运用“传统与现代”的分析框架，才可能“发现”社会行为规

a　张静：《社会转型研究的分析框架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

第 157 — 163 页。

b　Cohen, M., “Historical Sociology’s Puzzle of the Missing Transitions: A Case Study of Early 
Modern Jap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 80(3): 60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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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性要素。如果不认同于此，就不会觉得这些所谓的

“现代性要素”有多么了不得，因为它们不过是传统的自身生长而已。对于

拒绝“转向”的研究者来说，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不

是社会事实的转型，而是分析框架转向产生的新表述。所以人们经常看到，

不同学者所述的“事实”有时难以共享，因为争议的实质，与其说是事实本

身，不如说是这些难以共享的分析框架。

三是作用机制分析（mechanism），研究目标在揭示影响的运行过程，以

展现事物变化的关键激化环节。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发生影响的因素

都存在，但变化并没有发生。社会学会认为，这种情况是影响因素没有运行

机制活跃存在。运行机制是一种活动现象，比如，铁和空气中的氧结合形成

铁锈，但需要依赖氧化（机制）的运行，没有活跃的氧化过程，要素就不能变

化。机制研究者认为，社会运行必须在解释中占据中心地位，a运行使要素

活跃，运行机制是真实存在的过程，可以被证实发现。运行机制的特征：一

是有联结作用，它能够将某些因素联系起来，使之发挥相互作用；二是有促

动力，它能够驱动（引发）事实发生变化。b而认识可以发现机制，“‘你比你

的数据更聪明’。因为数据不了解因果，而人类了解”。c

以这个研究问题为例：为何 19 世纪中国的工业革新受阻？为何在中国

近代，已经出现农业富裕的劳动力、资本积累这些发展要素，仍然难以启动

类似工业革新的历史进程？社会学研究不是仅仅讨论这些要素本身，而是试

图寻找何者使得这些要素活跃行动起来，从存在但作用甚微的状态，转化为

工业革命可利用的资源。社会学的历史研究发现，政治因素—秉持父爱主

义（paternalist）治理观念的政府组织，在各种商民或阶级冲突中，一般是倾

向于维护弱者的利益，而不是保护投资人，其社会后果是，投资人往往面临

a　Gross, N., “The Structure of Causal Chains”, Sociological Theory, 2018, 36(4): 343-367.
b　Bunge, M., “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97, 27(4): 410-

465. 转引自唐世平：《因素和机制：我的浅见》, 2011 年 2 月 15 日，https://blog.sina.com.cn/s/
blog_744a73490100p77a.html。

c　朱迪亚·伯尔、达纳·麦肯齐：《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江生、于华译，北京：中信出

版社 2019 年版，“导言”第 XXVI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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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比如，各种军事活动把没收商人财富视为正当，这些机制提升了

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水平，抑制了产业和商业角色的社会扩张能力。

因而，承担上述转化作用的角色（商人）尽管存在，但其活跃性因上述机制

原因受阻，故难以大规模产生推动工业革新的效果。a换句话说，如果缺乏

机制活跃促使要素作用，那些发展要素即使存在，也难以转化为工业革新可

利用的资源。

四是推动力分析（genetic），研究目标在追寻一种现象从何而来，是什

么推动了它的出现。这种分析有时也被称为溯源，注重看长程的历史学者往

往也会这么做，所以这种研究焦点和史学最为接近。推动力分析是深入历史

情景的，它相信每个一般性要素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可能不同，完全可

能随着历史进展发生变动。比如马尔科夫的发现，1789 年法国大革命之前，

法国贵族和第三等级在特定事件上的一致性（agreement），随着城镇规模、

精神生活（intellectual life）和经济危机等其他因素而变化。所以 1848 年的

革命，不是由阶级问题，而是由城市问题引起的。在这位研究者看来，关于

阶级的一般政治倾向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很多因素共同决定人们

的政治倾向变化，我们几乎不可能辨识出单独的显著因素，即使像阶级起源

这样重要的社会特征，也不能预测人们的政治倾向。b

推动力分析特别关注独有的历史情境，例如地缘政治，国家间的历史关

系—政治关系、殖民关系、经济关系、种族关系、主权配属关系等等，对于

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比如对于解答“为何在韩国有大量信徒改变了宗教

信仰”，作者写道：

地缘政治冲突事件乃至国家关系作为重要的因素，影响到国内民

族主义文化运动的指向，这可以解释外来宗教的传播结果。韩国爆发了

a　Hung, H. F.,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lite Reproduction in Qing China: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ebate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 73(4): 569-588.

b　Markoff, J., “Allies and Opponents: Nobility and Third Estate in the Spring of 17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8, 53: 47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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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运动，这场运动将外来基督教与民族主义情感联系在一起；而在日

本和中国，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的目标对立，它被视为一种民族生存的外

来威胁，因而难以生根发展。a

但由于情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所以某种推动力在特定历史中能够成

立，但未必可以作为长程一般推动力看待。

上述这四个路径在研究关切上存在差异，它们都有自己的信念。组织形

态分析通过从史实中发现模式来探求因果关系，它相信模式类别影响行为的

方向。因素分析以变量为中心，通过探究经验要素来探究因果关系，它相信

这些经验关联中可能存在因果关联。机制分析通过发现激发过程，区分要素

的静止和活跃状态，它相信要素必须运行才能具有影响作用。溯源分析则试

图找出事物出现的初始力来解释因果影响，它相信具体情景下产生的推动力

量最为真实。b

虽然社会学与历史学存在目标差异，但差异推动了相互学习。社会学从

史学研究中获益良多，这一点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

When Sociology Confronts History

Abstract: Sociological historical research has learned a lot from history, but there 

are visible differences in their ways of thinking. This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ir 

a　Kane, D. & Park, J. M., “The Puzzle of Korean Christianity Geopolitical Networks and 
Religious Convers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East A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9, 115(2): 365-404.

b　Ermakoff, I., “Causality and History: Modes of Causal Investigation in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9, 45: 581-606. 转 引 自 Political 理 论 志：《 因 果

与 历 史：历 史 社 会 科 学 中 的 因 果 分 析 路 径 》，2023 年 11 月 24 日，https://mp.weixin.qq.com/
s/2P8DaMDyUGgEckzuvU3L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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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to treat historical facts: to regard 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a conclusion or evidence to explore opinions; Whether the question point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uth or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The focus of analysis is mainly 

on particularity or generality; Whether to distinguish the levels of causality, such 

as special causality and general causality, in order to find a more basic, long-term 

and systematic causality, due to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er usually determines its 

methods by subject issue, the above differences mainly come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objectives of the two disciplines, and less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methods.

Keywords: Sociology, History, Research objectives, Way of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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